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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　 吴又可《温疫论》问世及温疫学派的形成

　 　 我国古代医家将一切外感热病都归属于伤寒,
当然也包括疫病。 随着疾病谱的不断变化,有许多

医家开始对一切热病皆由伤寒所致的故见产生了

疑问,似乎仅仅伤于寒不至于造成众多急剧的病证

及其流行,其中必有其他病因和原由。 故自魏晋以

后,许多医家即开始思考探索形成某些比较危重且

具有流行特点的外感热病的关键病因及发病的原

由。 受时代的局限和崇古尊经思想的束缚,这个过

程是迂缓而漫长的。 直到明代,其认识虽有了较大

的发展,产生了一些新的观点,但从总体来说还未

有大的突破,其病因还停留在时节气候的异常,即
五气六淫的范围之内;其病变则仍未突破由表及

里、由寒化热的模式框架。 至明朝末年,吴又可著

《温疫论》(成书于 1642 年)问世,标志着中医学对

温疫病的认识和辨治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和系统性

的突破,也为中医温疫学派的形成奠定了根基。
2. 1　 温疫的病因及其感染发病的途径和原由 　
《温疫论》是我国第一部论述疫病的专著。 首先,该
书即旗帜鲜明、开宗明义地提出,温疫病的根本病

因是感受了自然界的“疫邪” 所致,决不是传统的

“六淫”之邪。 这是吴又可反复强调的根本性的创

新观点。 《温疫论·原序》开篇即说:“夫温疫之为

病,非风、非寒、非暑、非湿,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

所感。”《病原》 篇又说:“伤寒与中暑,感天地之常

气,疫者感天地之疠气。”该著末尾的《伤寒例正误》
中,吴氏再次从多方面对王叔和《伤寒例》认为四季

气候的异常变化与温病、温疫相关的论述进行了有

理有据的批判,认为其“前后矛盾,于理大违”,反对

“冬伤于寒伏气成温” 之说,并不厌其烦地再三强

调:“夫疫者,感天地之戾气也。 戾气者,非寒、非

暑、非暖、非凉,亦非四时交错之气,乃天地间别有

一种戾气。”《温疫论》中对这种“天地间别有”之气

的名称有多种表述,因其与传统的六淫之邪截然不

同,故开始即称之为“异气”;因其邪毒厉害而诡异,
故又称之为“厉气” “戾气” “疠气”;因其以具有传

染性为特征,故又称之为“疫气”“疫邪” “疫疠” “疫

毒”等。 既然病名是“疫病”或“温疫”,其病因还是

规范选择用“疫气”或“疫邪”,更为贴切而明确。 吴

氏认为: “ 物者气之化也,气者物之变也,气即是

物”,“疫气”就是自然界的一类物质,它与六淫之邪

截然不同,与四时气候的变化没有直接的关系。 吴

氏描述“疫气”无色、无味、肉眼根本看不见,人体对

其侵入之时,也感觉不到;“疫气”种类繁多,有善恶

之别,有传染之能,染病有选择,攻击有靶向,似乎

完全具备其后约二百年才发现的“病原微生物”的

特征。 吴又可这一卓尔不群的思想智慧和创见,确
属难能可贵。

其二,吴氏认为疫邪感染的主要途径是“自口

鼻而入”,其染病传播的方式“有天受,有传染”。
《病原》篇说:“此气之来,无论老少强弱,触之者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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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,邪自口鼻而入。” 风寒诸邪自肌肤毫毛侵入人

体,体质强、腠理密者,往往能抵御其侵扰而不发

病;疫邪自口鼻而入,即使身强力壮者,只要触之

(感染上),多难幸免于病。 2020 年开始在世界广泛

流行的“新冠病毒感染”,每波疫情所涉地域的发病

率之高,特别是 2022 年岁末,我国疫情防控解严后

的发病情况,即证明了吴氏这一论说绝非妄言。 所

谓“自口鼻而入”,即通过呼吸道和消化道两种途径

侵入人体,这也提示了有效预防疫病的着手处和需

要采取的主要措施和方法。 此外,吴氏还认为,疫
邪染病及其传播的方式,“有天受,有传染,所感虽

殊,其病则一”。 即直接感染自然界的某种“疫气”
而发病为“天受”,因近距离接触疫病患者而发病为

“传染”;感染的方式虽不同,但其发病则基本相同

(因为是同一种类的疫邪)。 当然,疫病的发生虽以

通过口鼻传染为多,但通过肌肤血液传染者亦不

少,如疟疾、腺鼠疫等,多以自然界的蚊、蚤之类昆

虫为媒介进行传染,这一点吴氏没有谈及,但其染

病方式和途径,也可称之为“天受”之类。
2. 2　 杂气病原论 　 《温疫论》下卷首列《杂气论》
篇,认为:“疫气” 亦属“杂气” 中之一类。 论之曰:
“惟天地之杂气种种不一, 亦犹草木有野葛巴

豆……昆虫有毒蛇猛兽……万物各有善恶不等,是
知杂气之毒亦然。 然气无形可求,无象可见,况无

声复无臭……其来无时,其着无方,众人有触之者,
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。 其为病也,或时众人发颐,
或时头面浮肿,俗名大头瘟是也;或时众人咽痛,或
时咽哑,俗名虾蟆瘟是也;或众人疟痢,或为痹气,
或为痘疮,或为斑疹,或为疥疮疔肿,或时众人目赤

肿痛,或时众人呕血暴亡,俗名瓜瓤瘟、探头瘟是

也;或时众人瘿(核)痎,俗名为疙瘩瘟是也;为病种

种,难以枚举。 大约病遍于一方,延门合户,众人相

同皆时行之气,即杂气为病也,为病种种,是知气之

不一也。”杂气种类繁多,性质善恶不等,故其致病

各异,但皆以具有传染性为特征。 并认为:“盖当其

时,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径路,专发为某病,故众人

之病相同。”杂气侵染人体致病具有特定的选择性,
即某杂气往往专门侵染某脏器组织而发为某种病

证,并形成传染流行,如上段引文中所举的大头瘟

(流行性腮腺炎)、虾蟆瘟(似白喉)、众人目赤肿痛

(流行性角膜结膜炎)、疙瘩瘟(似腺鼠疫)、瓜瓤瘟

(似肺鼠疫)等。 此即如同现代医学所说的不同的

细菌、病毒等病原体侵入人体后,无论病原体本身

或其产生的毒素,皆是选择性地侵害某脏器、组织

而发生病变,形成不同的病证。 如鼠疫、麻疹、甲型

流感、禽流感、SARS、新冠肺炎、乙型脑炎、流行性脑

膜炎、霍乱、痢疾、流行性出血热,等等。 吴氏还认

为疫病的发生“不可以年岁四时为拘,盖非五运六

气所能定者,是知气之所至无时也”。 否认疫病的

发生与季节气候的直接关系,质疑运用“五运六气”
预测疫病的可能。 并认为疫气每年都会有发生,只
是疫气种类繁多,其气有厚薄之分,致病有重轻之

别,发病亦有多寡及流行和散发之不同。 如吴氏

说:(疫气)“虽有多寡不同,然无岁不有。 至于瓜瓤

瘟、疙瘩瘟,缓则朝发夕死,急者顷刻而亡,此又诸

疫之最重者,幸而几百年罕有之,不可以常疫并论

也。 至于发颐、咽痛、目赤、斑疹之类,其时村落中

偶有一、二人所患者虽不与众人等,然考其证,甚合

某年某处某众人所患之病纤悉相同,治法无异。 此

即当年之杂气,但目今所钟不厚,所患者稀少耳。
此又不可以众人无有,断为非杂气也。”说明疫病种

类繁多,各种染疫杂气的厚薄,亦即危害的轻重程

度有差异,不仅有罕见的危重疫病流行,亦有比较

轻的常见疫病小范围的散发。 并告诫切不可以疫

病发病人数少,未形成大的流行而忽视为非传染

病。 其举例描述非常逼真,符合实际,对于传染病

的预防和辨治,均有切实的启发和指导意义。 不仅

如此,吴氏还观察到动物中也有瘟疫,并具有人和

动物不相传染,不同种类的动物不相互传染的特

点。 如《论气所伤不同》篇说:“至于无形之气偏中

于动物者,如牛瘟、羊瘟、鸡瘟、鸭瘟,岂但人疫而已

哉? 然牛病而羊不病,鸡病而鸭不病,人病而禽兽

不病,究其所伤不同,因其气各异也,知其气各异,
故谓之杂气。”吴氏分析认为,这是所感染的疫气种

类不同的原因,疫气种种,亦皆称之为“杂气”。 此

外,吴氏还突破了“诸痛痒疮皆属于心火”的旧论,
认为许多外科疮疡痈毒诸疾的发生也是感染杂气

所致,即“如疔疮、发背、痈疽、流注、流火、丹毒……
实非火也,亦杂气所为耳”。 “刘河间作原病式,盖
祖五运六气,百病皆源于风寒暑湿燥火,无出此六

气为病者,实实不知杂气为病,更多于六气”。 吴又

可所说的“杂气”,酷似现代所称的细菌、病毒等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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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微生物。 其所论述,揭示了现代病原微生物染病

的一些基本规律。 这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发明显

微镜、还远没有形成病原微生物学及传染病学的历

史背景下,是非常前卫的科学思想,比西方医学通

过显微镜的发现后才产生的近代微生物学早了约

二百年。 吴氏不迷信书本和名人,在长期而广泛的

医疗和社会生活实践中,精细观察,独立思考,缜密

推论而形成如此卓越的创建,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

和中医学的伟大。 已故姜春华先生曾予以高度评

价说:“吴氏对杂气的说明,等同现代细菌、病毒之

说,其伟大的创建为历史上第一人” [21] 。
这里需要指出的是,吴又可所说的“杂气”,应

包括所有类似感染性疾病的病因,不仅仅是疫病。
因此,吴氏所举的杂气为病中,就包括有鹤膝风、痛
风、历节风、老人中风、肠风等,这些疾病显然不属

于疫病范畴。 犹如传染病都是由细菌、病毒等病原

微生物所致,但细菌和病毒感染所致的疾病并不一

定都是传染病。 这一区别,吴又可也似乎有所认

识,他说:“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,但有甚于他气,故
为病颇重,因名之疠气。”
2. 3　 温疫之邪初客部位及其病机传变　 《病原》篇
说:“疫者,感天地之厉气……此气之来,无论老少,触
之即病者,邪自口鼻而入,则所客,内不在脏腑,外不

在经络,舍于伏膂之内,去表不远,附近于胃,乃表里

之分界,是为半表半里,即《素问·疟论》所谓‘横连

膜原’者也……凡邪在经为表,在胃为里,今邪在膜

原,正当经胃交关之所,故为半表半里。 其热淫之气,
浮越于某经,即能显某经之证。”吴氏认为疫邪中人,
既不在表(经络),又不在里(胃腑),这是吴氏从治疗

疫病初起往往用发汗或泻下均不见效的临床经验中

悟出的。 但是疫邪究竟客舍于何处? 吴氏认为,似乎

是舍于“去表不远,附近于胃”的“伏膂之内”(膂,脊
柱骨及两旁的筋肉组织;伏膂之脉,指隐伏在脊背筋

肉之间的经脉),接着又根据《素问·疟论》“邪气内

薄于五脏,横连膜原”之说,把疫邪侵染初舍之地,定
为“膜原”,即“经胃交关之所,故为半表半里”。 可见

其“邪伏膜原”及“邪在半表半里”之说是吴氏根据临

床经验推断设想出来的。
吴氏通过长期临床辨治疫病及伤寒类外感病

的经验,比较分析,从发病过程、传变机制、病势缓

急、治疗方法及其效果等,都做出了细致的鉴别。

《辨明伤寒时疫》篇说:“夫伤寒必有感冒之因,或衣

单风露,或冒雨入水……”,而“时疫初起,原无感冒

之因,忽觉凛凛以后,但热而不恶寒,然亦有因所触

而发者,或饥饱劳碌,或焦思气郁,皆能触动其邪,
是促其发也,不因所触而发者居多,促而发者,十中

一二耳。 伤寒投剂,可一汗而解;时疫发散,虽汗不

解。 伤寒不传染于人,时疫能传染于人。 伤寒之

邪,自毫毛而入;时疫之邪,自口鼻而入。 伤寒感而

即发,时疫感久而后发。 伤寒汗解在前,时疫汗解

在后。 伤寒投剂,可使立汗;时疫汗解,俟其内溃,
汗出自然,不可以期。 伤寒解以发汗,时疫解以战

汗。 伤寒发斑则病笃,时疫发斑则病衰。 伤寒感邪

在经,以经传经;时疫感邪在内,内溢于经,经不自

传。 伤寒感发甚暴;时疫多有淹缠二三日或渐加

重,或淹缠五六日,忽然加重。 伤寒初起,以发表为

先;时疫初起,以疏利为主。”
疫邪侵染与伤寒时邪不同,非从皮毛侵袭,而

自口鼻侵入。 疫邪侵染之初,先客舍于半表半里之

间,多不与营卫相涉而无证可辨,无药可投。 待其

邪毒溃发,或内侵于胃,或外传于经,皆伤及营卫

(营卫者,人体抗御病邪的能力及物质基础),表现

为诸多病证,则可根据辨治之目标,采取有效的治

法。 故吴氏在下卷《行邪伏邪》 篇又进一步说明:
“温疫之邪,伏于膜原,如鸟栖巢,如兽藏穴,营卫所

不关,药石所不及。 至其发也,邪毒渐张,内侵于

腑,外淫于经,营卫受伤,诸证渐显,然后可得而治

之。 方其侵淫之际,邪毒尚在膜原,必待其或出表,
或入里,然后可导引而去,邪尽方愈。” 这段引文的

后半部分,也表明了疫病的传变,不外“出表” “入

里”两途。 因此,吴氏为了说明温疫病之病势反复,
变证迭起,将其传变方式归纳为“九传”,即:但表不

里,但里不表,表而再表,里而再里,表里分传,表里

分传再分传,表胜于里、里胜于表,先表而后里,先
里而后表。 虽然显得其传变是如何的复杂,但从其

叙述的内容来看,皆不出乎表里的范围。 故吴又可

有关温疫的治疗,亦不离针对邪结膜原,分传表里,
即邪淫于经、邪入胃腑而进行。
2. 4　 温疫的主要证候及其治法方药 　 其一,温疫

初起,邪结膜原,证候见先憎寒而后发热,日后但热

而无憎寒。 初得之二三日,其脉不浮不沉而数,昼
夜发热,日晡益甚,头身疼痛,为疫毒热邪稽留半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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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里,主治以“达原饮”开达膜原,疏利半表半里之

邪。 其二,若感邪较重,邪从内陷渐入胃,初起即舌

上苔如积粉,布满无隙,邪从内陷,舌根先黄,渐至

中央,此为疫邪渐入胃腑,治宜三消饮。 三消饮即

达原饮加大黄、葛根、羌活、柴胡。 吴氏释评此方

说:“三消者,消内消外消不内外也。 此治疫之全

剂,以毒邪表里分传,膜原尚有余结者宜之。”
 

其三,
若疫邪初离膜原,热邪散漫,证候见脉长洪而数,大
渴复大汗多,通身发热,治宜白虎汤。 吴氏白虎汤

方药:石膏一两,知母五钱,甘草五钱,炒米一撮,加
姜煎服。 吴氏评之曰:“白虎汤辛凉发散之剂,清肃

肌表气分之药也。”
 

其四,若邪离膜原,疫邪已入胃

腑,证候见舌上纯黄色,里热证候明显,为邪已入

胃,治以“承气汤”之类方。
吴氏辨治温疫病最突出的贡献和特色,是创立

达原饮开达膜原和善用承气类通下方药攻逐疫邪。
达原饮方药:槟榔二钱,厚朴一钱,知母、芍药、

黄芩各一钱,草果仁、甘草各五分;水二盅,煎八分,
午后温服。 吴氏自释其方:“槟榔能消能磨除伏邪,
为疏利之药,又除岭南瘴气;厚朴破戾气所结;草果

辛烈气雄,除伏邪盘踞;三味协力,直达其巢穴,使
邪气溃散,速离膜原,是以达原也。 热伤津液,加知

母以滋阴;热伤营气,加白芍以和血;黄芩清燥热之

余;甘草为和中之药。”达原饮实取《太平惠民和济

局方》治瘴疟主方“截疟七宝饮”中的槟榔、草果、厚
朴合仲景治湿热下利主方“黄芩汤” 中的黄芩、芍
药、甘草再加知母而成。 知母配草果,制偏互补,共
增祛寒、清热、除湿之效。 达原饮具有开达膜原、疏
解表里、清热毒、化湿浊的功效。 临床加减:如兼见

胁痛、耳聋、寒热往来、呕而口苦等症,为邪热溢于

少阳经证,加柴胡一钱;如兼有腰背疼痛,为邪热溢

于太阳经证,加羌活一钱;如兼见目痛、眉棱骨痛、
眼眶痛、鼻干不眠等症,为邪热溢于阳明经证,加葛

根一钱。
现代药理研究,认为该方中的黄芩、厚朴、知

母、芍药、草果、槟榔等药,具有广谱抗菌、抑制病

毒、消炎退热、驱虫解痉及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。
如黄芩富含黄酮类,以黄芩甙元、黄芩甙为主要有

效成分,具有抗病原微生物,抗变态反应和抗炎,解
热,降压和镇静,保肝、利胆、解痉,降血脂,抗氧化,
利尿,抗凝血和抗血栓活性,抗肿瘤等多种作用。

黄芩抗菌谱较广,煎剂在试管内对痢疾志贺菌、白
喉杆菌、铜绿假单胞菌、伤寒杆菌、副伤寒杆菌、变
形杆菌、溶血性链球菌、肺炎双球菌、霍乱杆菌等有

不同程度的抗菌作用;黄芩浸剂和煎剂对流感 PR8
株与亚洲甲型流感病毒有抑制作用,并能减轻小鼠

感染病毒后的肺部损伤和延长其存活时间[22] 。 白

芍有很好的调节改善免疫功能的作用,具有广谱抗

菌(包括真菌)、抗病毒及镇痛、降温、抗惊厥、解痉、
扩张血管、抗血栓、保肝等作用[23] 。 知母煎剂对痢

疾志贺菌、伤寒杆菌、副伤寒杆菌、霍乱杆菌、大肠

埃希菌、变形杆菌、白喉杆菌、葡萄球菌、肺炎双球

菌、白色念珠菌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[23] 。 厚

朴煎剂对兔离体肠管和支气管都有兴奋作用,并具

有广谱抗菌作用。 厚朴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制

作用强于黄连、黄芩、大黄,且抗菌作用不因加热而

破坏[24] 。 槟榔具有广谱驱虫、抗病原微生物及抑制

流感病毒的作用;有报道从槟榔中分得多种杀病毒

的物质,将其制成片剂可用于治疗病毒感染人类免

疫缺陷病;槟榔对幽门螺杆菌有良好的抑制和消除

作用[25] 。 草果对乙肝病毒抑制作用强,在对 1000
种中草药抑制病毒肝炎表面抗原的实验中发现,草
果为高效抑制乙肝病毒的首选药物之一[26] 。

余临床每遇各类流感、新冠病毒感染及各类外

感热病,症见发热、身痛较重,缠绵不愈,尤以午后

发热为甚,舌苔白厚或淡黄而腻者;或湿热疫邪宿

伏膜原,屡因天气变化而触发寒热往来、头身疼痛

等症,即用达原饮加减治之,每获佳效。
如近日本地“甲流”流行,患者周某,男,76 岁。

初诊:2023 年 3 月 21 日。 主诉:初起恶寒、头身疼

痛不适 1d 后,即发热不退,头身疼痛加重 2d 来诊。
刻诊:昼夜持续发热,以日晡及傍晚发热为剧,体温

高达 39. 5℃ ;头身疼痛,尤以腰臀及大腿疼痛重滞

为甚,微恶寒,鼻咽不适,清涕多,咳嗽,频咳淡黄色

痰浊,口渴饮频而量不多,食欲差,二便可,舌苔淡

黄中部厚腻,脉弦数。 流感拭子检查,诊断为“甲

流”。 予以达原饮加柴胡、羌活、独活、前胡,日服 1
剂,仅服 2 剂即热退痛减,服完 3 剂后,诸症皆愈。

再如,曾治朱某,男,56 岁。 初诊:2013 年 3 月

13 日。 主诉:每逢阴雨天即阵发寒热往来,头痛、身
痛 15 年。 主要表现为头顶胀痛难忍,头部有紧箍

感而头脑不清晰,肩颈僵痛,浑身关节肌肉疼痛,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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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寒热往来,继而腹中冷胀,时发呕恶,胸胁紧闷不

适,持续 1 ~ 2d,待大便畅解 1 次后缓解,甚或延至

多日,直到天气转晴后方愈。 十多年来,经多家医

院中西医治疗,一直未愈。 患者口渴不多饮,纳食

及二便尚可。 舌质暗红,苔白厚而腻,脉沉细。 辨

证分析:患者之阵发性寒热及头身疼痛,久治不愈,
乃湿热痰浊久稽伏于膜原未除,故每遇天气变为阴

雨,气压加重,则内外隔阻加剧而发病。 故以达原

饮开达膜原,疏通表里,以清热祛湿、温化痰浊。 处

方:厚朴 12
 

g,槟榔 10
 

g,草果 10
 

g,知母 10
 

g,白芍

10
 

g,黄芩 12
 

g,柴胡 10
 

g,法半夏 10
 

g,羌活 10
 

g,当
归 10

 

g,7 剂。 (释方:因湿邪久稽难除,故予原方去

甘草,以免甘缓碍湿;因患者每发病时有寒热往来,
呕恶、胸胁紧闷不适之症,且头身痛剧而颈僵痛,故
加柴胡、羌活,以疏解少阳、太阳风湿之邪;加法半

夏、当归,化痰活血,疏通经脉,条畅气机。)复诊时,
自诉服药 2 剂时,感全身难受,头胀颈胀不适,服完

5 剂则症状减轻,服完 7 剂后,感全身轻快,头顶胀

痛及头部紧箍感、昏重感消失,头脑清晰,胸部豁然

开朗,患者欣喜异常。 效不更方,予原方加党参

10
 

g,续服 10 剂。 药后诸症消失,随访 1 年,未再

复发。
温疫为病皆由疫邪侵扰人体所致,其病情的轻

重顺逆、传变进退及预后吉凶,皆主要由疫邪的厚

薄、疫毒的强弱、邪伏的深浅及对人体组织侵蚀及

功能破坏的程度所决定。 故吴氏说:“邪不去则病

不瘳,延缠日久,愈沉愈伏。” 明确提出治疗疫病逐

邪贵早,强调要“以逐邪为第一要义”。 《注意逐邪

勿拘结粪》篇说:“大凡客邪贵乎早逐,乘人气血未

乱,肌肉未消,津液未耗,病人不至危殆,投剂不至

掣肘,愈后亦易平复。 欲为万全之策者,不过知邪

之所在,早拔去病根为要耳。”又可认为攻逐疫邪最

有效的治法就是通腑泻下法,最常用有效的方药,
就是大黄和以大黄为主药的承气类泻下方剂。 吴

氏说:“温疫可下者,约三十余证,不必悉具,但见舌

黄心腹痞满,便于达原饮加大黄下之。”吴氏还特别

强调,治温疫病使用承气类泻下剂,并不拘于一定

要有大便燥结的征象,认为:“殊不知承气本为逐邪

而设,非专为结粪而设也。”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道

理,吴氏举痢疾为例,痢疾本无结粪,滞下频数,但
病本为邪热结滞,仍需用芍药汤加大黄下之,说明

治疫病需遵循“邪为本、热为标,结粪又其标也”的

道理。 对于起病急骤,变化迅速,病情凶险,危证迭

起的疫病患者,吴氏主张采取“急证急攻”的霹雳手

段,力挽狂澜,并举例示范之:一疫病患者发热天

余,舌上白苔如积粉,诊为疫邪郁伏膜原,早晨予达

原饮一剂;临近中午,舌苔变黄,胸胁满痛,口渴烦

躁,诊属伏邪溃散传胃,即用达原饮加大黄逐邪,服
后烦渴减,热稍降;但到了午后,燥热又加重,且舌

苔变黑起芒刺,鼻孔灰黑如烟熏过,为邪毒炽盛,瘀
积胃腑,立即用大承气汤急下之。 服药后,傍晚出

现大泻,至半夜即烦热退,第二天早晨鼻灰黑及舌

上芒刺皆消失。 此例用药为什么如此紧急,因疫毒

炽盛,传变急速,治疗用药,亦不得不随时辨证预

判,及时调整变换,采取急证急攻、急下逐邪的治疗

措施,一日夜间变换升级使用了 3 个溃邪逐邪的方

剂,终于截断病势,转危为安。 故吴氏诊后不无感

慨的总结说:“此一日之间,而有三变,数日之法,一
日行之,因其毒甚,传变亦速,用药不得不紧。”

吴氏大承气汤方:大黄五钱,厚朴一钱,枳实一

钱,芒硝三钱,水姜煎服;去芒硝即为小承气汤。 调

胃承气汤:大黄五钱,芒硝二钱五分,甘草一钱,水
姜煎服。 并进一步阐明:“三承气汤功用仿佛。 热

邪传里,但上焦痞满者,宜小承气汤;中有坚结者,
加芒硝软坚而润燥……得芒硝则大黄有荡涤之能,
设无痞满,惟存宿结,而有瘀热者,调胃承气宜之。
三承气功效俱在大黄,余皆治标之品。 不耐汤药

者,或呕或畏,当为细末蜜丸汤下。” 吴氏强调治温

疫宜早用下法,但也不能肆意妄用下法,他说:“要

谅人之虚实,度邪之轻重,察病之缓急,揣邪气离膜

原之多寡,然后药不空投,投药无太过不及之弊。”
综合现代药理研究报道,通腑泻下方药具有明

显的抗炎、解热作用,能改善肠道运行,抑制高度发

酵,能灭活内毒素,促进细菌及毒素的排泄,解除肠

道缺血及缺氧的状态;还能改善肺水肿及肺泡通

气 / 血流比例,并具有利胆、保肝、护肾、改善循环障

碍及抑制多种病原微生物的作用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余曾会诊治疗一杜姓中年

男子,患流行性出血热,在县人民医院传染科住院,
进院时曾高热达 40℃ ,现已 5d 无尿,诸法不效,危
在旦夕。 遂邀请余用中医药试治。 刻诊:烦热不

安,饮食即吐,面红目赤,张口喘息,大便闭塞,腹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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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如鼓,察舌色暗红而干,舌苔褐燥,脉数大。 体温

38. 5℃ 。 辨属《伤寒论》中的“阳明腑实证”,考虑到

患者已数日小便点滴不通,饮水即吐。 试以大剂调

胃承气汤:大黄 45
 

g,甘草 5
 

g,煎水,溶化硫酸镁

20
 

g(以其质纯净,水溶无渣而代芒硝) 后保留灌

肠,随即排出一些黑色稀便,并出了一身大汗,烦热

顿解,体温稍降;下午又如前法再用 1 剂,傍晚即有

少量褐黄色小便排出,饮水亦不呕吐;第 2 天早晨

再如法第 3 次灌肠后,则小便渐次通畅,已有食欲

而转危为安。
吴又可《温疫论》问世以后,清代研究疫病的学

者接踵而来,在吴氏温疫学说的影响下,一批疫病

学专著相继问世,如戴天章《广瘟疫论》、李松峰《松

峰说疫》、杨栗山《伤寒瘟疫条辨》、余师愚《疫疹一

得》、熊立品《治疫全书》等。 其中尤以戴天章对吴

又可《温疫论》评价极高,推崇备至,称:“至吴又可

先生贯串古今,融以心得,著时行瘟疫一论,真可谓

独辟鸿蒙,揭日月于中天也。”戴氏传承推广吴又可

的学术,即“取吴之原本,或注释,或增订,或删改”
旨在“使吴子之书,人人可用”,于康熙六十一年

(1772 年)撰写成《广瘟疫论》一书,该书主要是在

吴又可《温疫论》的基础上,对瘟疫病的四诊、病因

病机、证候兼挟等的鉴别诊断及其治法方药,做了

一些深入的辨析、探讨和补充完善,比较系统,更便

于临床应用。
如戴氏首列对瘟疫病的气、色、舌、神、脉五个

方面的辨识,即:变色(瘟疫臭气蒸达于外),变色

(瘟疫面色多松弛而垢晦),辨舌(瘟疫发病即舌上

白苔厚而滑),辨神(瘟疫初起便神情异常而不知所

苦),辨脉(瘟疫之脉至数模糊不清)。 戴氏对临床

中不同的瘟疫病患者的病机证候提出了五种“兼

证”和十种“夹证”的分类。 所谓兼证,瘟邪兼他邪

而发,即有兼寒、兼风、兼暑、兼疟、兼痢之分;夹证,
瘟邪夹体内实邪、宿疾或虚损而发,即有夹痰水、夹
食、夹郁、夹蓄血、夹脾虚、夹肾虚、夹诸亡血、夹哮

喘、夹心胃痛、夹疝气之别。 兼证以治瘟邪为主,兼
治它邪,病即可解。 夹证属实者,以治夹邪为先,瘟

邪为后,清除夹邪,可透发瘟毒;属虚者,以治瘟为

主,扶正为辅,邪去则正易复。 戴氏还论列了治疗

瘟疫的汗、下、清、和、补五大治法。 戴氏这五大治

法治疗瘟疫的意义在于:汗法以辛凉辛寒为主,甚
或兼通其里;下法不厌其早,不拘于伤寒必待表解

且里有燥结而方可下之训;清法用于瘟疫,占十之

七八,须也分热之浅者在营卫,热之深者在胸膈或

胃肠,总以寒凉之品直折为要。 和法意义和适用之

广,包括寒热并用之谓和,补泻合剂之谓和,表里双

解之谓和,平其亢厉之谓和。 并称“凡热之所附丽,
非痰即滞,非滞及血,逕清其热,不去其物,未能有

效,必视其附丽物,于清热方中,加入何药,效使能

捷,此和法之精微神变也”,实为经验之谈。 补法,
瘟疫本不当补,但有累经汗下清泄诸法而热不退、
病不解,又当酌用补阴或补阳以扶正气,达到有效

祛邪或补偏救弊而愈病的目的。 此外,戴氏传承又

可辨治温疫关键是着眼“表里”的观点,在其书中列

举出表证 32 种症状和里证 41 种症状,进行具体而

精审辨析;书后还附有 84 首温疫常有方剂,均颇有

临床参考价值。
值得一提的是,戴氏《广瘟疫论》中论述瘟疫病

的同时,也概括了一般性的非疫病类的温热病证。
所以后来陆懋修对此书进行校勘重订时起名为《广

温热论》,并将原书中凡称“时行”“疫疠” “疫”的地

方,全部强行改成“温邪”等。 陆氏说:“北山(戴天

章号)此书,以温热伤寒辨……伤寒之与温热,北山

能辨之;而温热与瘟疫,北山亦混之也。” 清末何廉

臣之《重订广温热论》则去戴氏原著之旨愈远了。
除戴天章以外,清代叶天士、刘奎、杨栗山、余

师愚、吴坤安、吴鞠通、王清任、王孟英、何廉臣、罗
芝园等,都对疫病的防治,特别是丰富完善辨治疫

病的理法方药,作出过卓越的贡献,有的还以所著

疫病专著鸣世,或创制专方济世,余将在后文中择

要述之。
(未完待续)

 

(收稿日期:2023-04-1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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